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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5—2019 年产业集聚、碳排放和绿色农业的面板数据，

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的发

展水平、空间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

色农业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经历了低水平耦合阶段、深度磨合阶段、

高水平耦合阶段，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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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省市，

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中央重点实施的跨区域国家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强调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产业零散、碳排放趋近达峰、资

源环境矛盾制约等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农业领域较为明显。产业集聚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是当前环境问题的重点，绿色发展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之计。既往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关系，那么在农业领域会

不会存在这种耦合协调关系，其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又是什么样的呢？为此，本文以产业集聚、碳排放与

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为研究问题，选取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05—2019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产业集聚—

碳排放—绿色农业三元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着重探讨其时空演化规律。

1 文献述评

1.1 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机制是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技术创新与溢出效应会影响单位

产品的能源消耗，从而直接影响最终碳排放。不同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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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正外部性，能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减少碳排放
[1-3]

。一部分学者则指出过度的产业集聚会带来

“拥挤效应”和污染转移，直接导致碳排放增加
[4-9]

。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农业的机制是产业集聚会诱发技术

创新与进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运用，提升生产力，进而促进绿色农业经济增长
[10-12]

。碳排放与绿色农业

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大多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13]
展开，认为环境污染表征着碳排放的增加随经济增长而

加剧，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呈现倒“U”型、正“N”型等关系
[14-16]

。

1.2 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测度研究

近年来，学者针对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开展了大量测度研究，形成了较为扎实的研究成果。

一是产业集聚与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测度研究，指出产业集聚对绿色农业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17-18]

。二

是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研究。颜廷武等
[19]
通过 EKC 检验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

济强度之间呈现倒“N”型 EKC 关系且存在双拐点，田云等
[20]
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研究指出农业碳排放系

统与农业经济系统间存在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耦合协调程度逐步升高。

1.3 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优化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研究指出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存在耦合协调水平不高，空间差异显著等问

题
[21-22]

。基于此，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优化研究，提出应践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23-24]

，

要实行差异化和精准化的政策设计，因地制宜，实施农业产业集聚非均衡发展策略等
[25]
。

纵观现有文献，当前研究分别对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等开展了较多研究，但大多是对某一问

题或两两之间的关系研究，鲜有较为系统地研究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问题，且大多为宏观层面或针对某一

省市的研究，跨区域的研究还较为缺乏。为此，本文在当前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深化和创新，以长江

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建立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的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与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的发展水平、空间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特征。

2 研究设计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产业集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当前对于产业集聚测度的方法较多，比如区位熵、基尼系数、产业集聚

度、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HI 指数）、空间集聚指数等众多方法。基于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集聚特点和

单一测算方法的局限性，本文选用区位熵与空间基尼系数综合测度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分别测算区位熵与

空间基尼系数后，运用熵值法对两个指数进行综合评价，最后得出的综合指数即为产业集聚度。区位熵与

空间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区位熵：区位熵越大代表其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Qij 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的区位熵，eij 为某省市农业产值，ei 为某省市地区生产总值，



Ej 为全国农业产值，E为全国地区生产总值。

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空间集聚程度指标的一种，计算方式如下：

式中：G 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农业的空间基尼系数，aij 为某省市农业从业人员，ai 为某省市从业人

员总数，Aj 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A为全国从业人员总数。

碳排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农业生产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活动，其中林业与牧业具有

碳源、碳汇双重属性，且碳排放量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占比极小，渔业的碳排量测算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因此，本文基于实际情况并结合《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办法，认为农业碳排放主要

来源于农机动力、灌溉、化肥、柴油、农药、塑料薄膜 6 个方面，农业碳排放总量等于各个来源的碳排量

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然后再相加求和。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C为碳排放总量，ωi为各碳源的碳排放系数，ci 为各碳源碳排放量。各碳源排放系数见表 1。

表 1各碳源碳排放系数表

碳排放源 排放系数 数据参考来源

农业机械总动力/（kgkW/h） 0.18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有效灌溉面积/（kgce/km
2
） 20.476 段华平等[26]

农用化肥施用量/（kgce/kg） 0.8956 ORNL（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用柴油使用量/（kgce/kg） 0.5927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农药使用量/（kgce/kg） 4.9341 ORNL（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农用薄膜使用量/（kgce/kg） 5.18
IREEA（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研究

所）

绿色农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绿色农业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高效发展的显著特点。为此，分别

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与高效发展 3 个方面选取 14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进行评

价，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绿色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含义

指标

类型

资 源 节

约

单位播种面积总动力 万千瓦 农机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 —

耕地复种指数 %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 +

单位农业用水 亿立方米 农业用水/农作物播种面积 —

环境

友好

单位农用柴油使用量 万吨
农用柴油使用量/农作物播种

面积
—

化肥施用强度 % 化肥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

农药施用强度 % 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

农膜施用强度 % 农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

森林覆盖率 % — +

造林总面积 千公顷 — +

高效

发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

劳动生产率 % 农林牧渔业产值/从业人员 +

农业产值占比 %
农林牧渔业产值/地区生产总

值
+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 粮食产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2.2 数据来源

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

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2.3 研究方法

2.3.1 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综合发展水平计算

基于各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1）数据平移化处理。对数据进行平移化处理可避免求熵值时取对数无意义：

（2）计算指标权重：



（3）计算指标熵值：

式中：k大于 0，ln 为自然对数，k与样本数 n有关，一般令 k=1/ln(n)。

（4）计算差异系数：

（5）计算权数：

（6）计算综合得分：

式中：U为综合评价指数，代表各个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2.3.2 耦合度计算

耦合度的概念源于物理学，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度就是衡

量系统间关联强弱的指标，耦合协调度衡量的是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农业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

农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涉及农业部门的方方面面，可以将农业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分别看作一

个系统，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三个系统共同组成了一个复合系统。本文运用耦合原理，构建农业

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发展的耦合度协调度模型，由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相互

影响程度和协调度。其中耦合度计算如下：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 0～1；U1、U2、U3 分别代表 3个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其中，耦合度越

接近 1，表明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复合系统耦合程度越好。

2.3.3 耦合协调度计算



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耦合度模型可以综合反映三系统之间耦合作用的紧密程度，由于耦合度

更多地强调各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强弱、相互联系的紧密，不能很好地反映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

程度，无法反映整体的耦合协同功效，因此，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

农业的具体协调关系。其中耦合协调度计算如下：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 0～1；C为耦合度；T 为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系统综合评

价指数；α、β、φ分别为三个子系统的待定系数，α+β+φ=1，本文认为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

三个系统在整个复合系统里同样重要，因此令α=β=φ=1/3，其中，耦合协调度越接近 1 表示产业集聚、

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越高，三系统之间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耦合协调度越接近 0 表示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越低，三系统之间发挥制约

作用。基于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实际发展情况，借鉴曹俊文和曹玲娟
[27]
、刘

耀彬[28]的做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见表 3。

表 3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区间 耦合阶段 区间 协调阶段

[0,0.3) 低水平耦合 [0,0.2) 严重失调

[0.3,0.5) 拮抗阶段 [0.2,0.35) 轻度失调

[0.5,0.6) 初步磨合阶段 [0.35,0.5) 基本协调

[0.6,0.8) 深度磨合阶段 [0.5,0.8) 中度协调

[0.8,1] 高水平耦合 [0.8,1) 高度协调

2.3.4 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检验通常用来分析某位置的数据与其他位置数据的空间依赖程度，通过空间相关分析可以

判断统计量数据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耦合协调

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采用 Moran’sI 指数进行检验。

全局莫兰指数：

局部莫兰指数：



式中：n 是研究对象个数为 11；xi、xj 分别为研究对象的属性值；s2 为得分值的方差；ωij 为空间

权重矩阵元素；Moran’sI 取值在[-1,1]之间，其值大于 0 代表正相关，小于 0 代表负相关，等于 0 为随

机分布。

3 结果分析

3.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分析

通过公式（4）～（10）计算得到我国长江经济带地区 2005—2019 年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复

合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如表 4、表 5所示。

3.1.1 耦合度时序演化分析

根据表 4 得，2005—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耦合度均发生较大变化，存在较大时序演化差异，

绝大部分省市耦合度呈上升态势，少部分省市呈下降态势。根据表 3 耦合度等级划分标准，在样本期内共

经历了低水平耦合、初步磨合、深度磨合、高水平耦合 4 个阶段。其中，上海与浙江的耦合度整体呈下降

态势。2005 年，上海与浙江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很高，分别为 0.9403 与 0.9194，

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此阶段，上海与浙江的农业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

切，某一个系统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其余两个系统的发展。到 2019 年，上海与浙江耦合度下降到低水平耦

合阶段，分别为 0.0341 与 0.0157，下降幅度较大。

而长江经济带其余 9个省市复合系统的耦合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05 年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9个省市的耦合度普遍较低，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在此阶段三系统之间

的影响关系较为微弱。到 2019 年，江苏、云南等 9个省市的耦合度大幅上升，其中重庆的耦合度略低，为

0.7780，处于深度磨合阶段，其他 8个省市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进一步分析发现，江苏、云南等 9个省

市的耦合度自 2006 年以后基本都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这些省份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之间的紧密

关系保持在稳定状态。

表 4耦合度表

年份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50.9403 0.0133 0.9194 0.0099 0.2634 0.0123 0.0122 0.0139 0.0098 0.0153 0.0128

20060.9430 0.7960 0.9547 0.7373 0.9433 0.8590 0.5063 0.6277 0.6824 0.9220 0.7286

20070.8936 0.8488 0.9635 0.9330 0.9978 0.9471 0.9631 0.8092 0.9097 0.9147 0.8144

20080.9396 0.8679 0.9630 0.9827 0.9927 0.9785 0.9935 0.9426 0.8722 0.8844 0.9230

20090.9602 0.8932 0.9646 0.9981 0.9755 0.9922 0.9893 0.9936 0.9288 0.8967 0.9504

20100.9223 0.8816 0.8988 0.8300 0.8906 0.9243 0.9760 0.9864 0.9741 0.9207 0.2782

20110.9426 0.9408 0.8670 0.9575 0.9375 0.9612 0.9841 0.9319 0.9574 0.8523 0.8968

20120.9749 0.9463 0.8316 0.9541 0.0121 0.9664 0.9759 0.8405 0.9622 0.8742 0.9149

20130.9604 0.9470 0.8650 0.9450 0.8430 0.9773 0.9899 0.9014 0.9915 0.9143 0.9522

20140.9804 0.9389 0.8656 0.9135 0.8547 0.9538 0.9756 0.9015 0.9954 0.9590 0.9379

20150.9884 0.9411 0.9147 0.9604 0.8830 0.9767 0.9962 0.8555 0.9939 0.9896 0.9825

20160.9780 0.9461 0.9801 0.9640 0.8606 0.9900 0.9911 0.6824 0.9939 0.9879 0.9835

20170.9735 0.9551 0.9491 0.9806 0.8784 0.9849 0.9920 0.5325 0.9953 0.9884 0.9852



20180.7247 0.9656 0.9144 0.9648 0.8760 0.9502 0.9915 0.6775 0.9945 0.9907 0.9936

20190.0341 0.9641 0.0157 0.9853 0.8687 0.9473 0.9934 0.7780 0.9963 0.9958 0.9732

表 5 耦合协调度表

年份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5 0.7617 0.0037 0.5670 0.0029 0.0525 0.0027 0.0023 0.0060 0.0036 0.0023 0.0028

2006 0.6354 0.2071 0.5762 0.2321 0.2450 0.2377 0.0641 0.2538 0.2563 0.1717 0.1806

2007 0.5627 0.2149 0.5216 0.2798 0.3239 0.3391 0.2339 0.3190 0.2927 0.2017 0.2585

2008 0.5973 0.2412 0.5009 0.3417 0.4167 0.4726 0.2997 0.3464 0.4280 0.2574 0.3353

2009 0.5497 0.3100 0.5469 0.3246 0.4821 0.4231 0.3472 0.3966 0.4684 0.2758 0.4107

2010 0.4859 0.3224 0.4733 0.4360 0.4743 0.3721 0.3529 0.3921 0.3577 0.2875 0.0686

2011 0.4820 0.3914 0.4714 0.3595 0.6190 0.4866 0.4430 0.3852 0.5561 0.3118 0.3439

2012 0.5171 0.4210 0.4582 0.4018 0.0033 0.5675 0.4840 0.3346 0.6010 0.3858 0.4172

2013 0.4813 0.6118 0.4739 0.5021 0.4182 0.6669 0.6173 0.4395 0.7097 0.5003 0.5381

2014 0.4981 0.6499 0.4424 0.5185 0.4930 0.6776 0.6395 0.5016 0.7693 0.6499 0.5867

2015 0.5308 0.7206 0.4633 0.6203 0.5652 0.7760 0.7730 0.4962 0.8373 0.8287 0.7232

2016 0.4935 0.7237 0.3903 0.6367 0.5382 0.7357 0.7826 0.3602 0.8142 0.7580 0.7499

2017 0.4559 0.7115 0.3588 0.6121 0.5658 0.7453 0.8202 0.2839 0.8412 0.8091 0.7872

2018 0.2436 0.7084 0.2916 0.6061 0.5615 0.6663 0.8281 0.3918 0.8611 0.8399 0.6785

2019 0.0112 0.7165 0.0035 0.6730 0.5838 0.6628 0.8941 0.4848 0.8864 0.8467 0.7487

3.1.2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分析

由表 5可得，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绝大部分省市总体

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少部分省市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下降的发展态势，下降幅度较大。根据表 3的耦合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严重失调、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

与高度协调 5个耦合协调阶段，具有显著的时序演化差异。在 2005 年，上海与浙江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

色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分别为 0.7617 与 0.5670，处于中度协调水平，此阶段产业集聚、碳

排放与绿色农业逐步开始呈现耦合发展态势，进入优质发展阶段，各子系统耦合发展水平同向快速稳步提

升。到 2019 年，上海市与浙江省的耦合协调度大幅降低分别为 0.0112 和 0.0035，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在

此阶段三系统完全处于无序状态，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联系不紧密，呈现各自发展的特点。除上

海和浙江外的其他地区在 2005 年耦合协调度极低，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到了 2019 年，这些地区的耦合协

调度大幅增加，其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处于高度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8941、0.8864 和 0.8467，

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云南五省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分别为 0.7165、0.6730、0.5838、0.6628

和 0.7487。重庆耦合协调度上升速度较慢为 0.4848，处于基本协调水平，在此阶段，产业集聚—碳排放—

绿色农业复合系统处于有序发展阶段，子系统之间的联系紧密起来，发展程度逐渐趋于同步协调，开始发

挥系统协同作用。而在 2014 年重庆耦合协调度达到最高水平为 0.5016，位于中度协调阶段。



3.2 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

从图 1可知，上海与浙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关联性，四川与云南具有较强的空间联系，江苏、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具有一定的空间联系，这些可能具有空间关联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演变基本保持同步

变化。在 2005 年，高度协调区域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浙江，其他地区都处于严重失调阶段。而到

了 2019 年，高度协调的区域转移到了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四川和云南两省，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演变为

中度协调，其中湖南三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度较高，在中游地区率先实现了高度协调发展。而初期就达到

高度协调的上海与浙江，在 2019 年又演变为严重失调。

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差异较

大，其空间分布具有一定集聚性特征，表现为具有一定“高高低低”作用关系，即高水平耦合区域之间空

间联系较大，空间作用较强，相互之间产生促进作用，而低水平耦合区域也具有一定空间联系。而想要明



确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检验。

表 6全局莫兰指数结果表

年份 Moran’s I 指数 P值 Z值 显著性水平

2005 0.248 0.017 2.112 5%

2010 0.237 0.016 2.150 5%

2015 0.037 0.250 0.673 不显著

2019 0.251 0.029 1.888 5%

3.3 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特

征与空间集聚变化，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检验分析其空间关联性与演变特征。为展示其耦合协调度

的空间演变特征，特选取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19 年作为观察年份。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 6所示，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19 年 4 年全局莫兰指数全为正，除了 2015 年其结果不显著外，

其余几年的结果全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了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5—2019 年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

业复合系统之间基本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但是该关联性水平不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也进一步证明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莫兰散点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如图 2所示。可知，各省市主要分布在一、第三象限，

说明了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的耦合协调度存在“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即

高值集聚区具有很强的空间关联性，区域之间的影响作用较强，低值集聚区也是如此。在空间分布上各地

区高值集聚区与低值集聚区均发生较大变化。从 2005—2019 年，高值集聚区数量大幅增加，从 2005 年的

上海和浙江两省市到 2019 年湖北、云南等 5省，进而形成了两湖高值集聚区与云贵川高值集聚区，这两个

区域空间联动效应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低值集聚区同样变化较大，其数量大幅降低，省市变

化较大。2005 年，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都处于低值集聚区，而到了 2019 年，低值集聚

区是上海与浙江。这进一步说明了各省市之间存在很强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1）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绿色农业系统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

的时序演变差异。各省市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在 15年内均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绝大部分省市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上海市与浙江省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至 2019 年，湖南、四川、贵州三省耦

合协调度处于高度协调水平，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云南五省处于中度协调水平，重庆处于基本协调

水平，浙江与上海处于严重失调阶段。

（2）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演

变差异。在 2005 年，高度协调区域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浙江，其他地区都处于严重失调阶段。而



到了 2019 年，高度协调的区域转移到了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四川、云南两省与中游地区的湖南省，而上

海与浙江，在 2019 年又演变为严重失调，其他地区则发展为中度协调或基本协调

（3）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复合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但是该

关联性水平不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且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表现为具有一定“高

高低低”作用关系，即高值集聚区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区域之间的影响作用较强，低值集聚区也是如

此。到 2019 年，低值集聚区是上海与浙江。这进一步说明了各省市之间存在很强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显著

的空间促进作用。

4.2 对策

根据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三元系统耦合协调度，实现产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优

质耦合协调状态，提出以下建议：（1）理顺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大力破解制约三元系统耦合协调的关键

因素，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元系统的实际发展情况和所处阶段为基础，实现政策差异化设计，注重发挥

各省市空间关联性，进而使整体协同发展。（2）强化区域产业集聚效应。长江经济带农业资源丰富，基础

条件较好，具备农业产业集聚的资源和市场条件。要进一步促进区域内农业产业集聚，做大做强农业主体

功能区，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不断形成。（3）推进农

业碳减排工作。抓紧农业趋近碳达峰有利时机，进一步树立低碳、绿色发展理念，设置农业经济发展碳约

束指标，进一步推广农业低碳技术，构建农业清洁生产机制，积极发展农业碳市场，探索农业碳补偿和碳

交易有效做法，切实促进长江经济带碳减排工作落到实处。（4）加快绿色农业发展。要进一步贯彻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在农业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筑牢绿色基调，善用产

业集聚、碳排放与绿色农业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发挥区域之间的空间影响作用，促进高值集聚区和低值

集聚区的绿色农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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